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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利用2005—2020年中国29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宽带中

国”示范城市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研究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对数字企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宽带中国”战略显著提升

了数字企业占比,平均提升2.97个百分点,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激发

地区数字企业的创业活力。第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小微型数字企业占比的

提升作用比大中型数字企业更大,未加剧市场集中,反而在大型企业占比较高地

区进一步推动了新企业进入;同时,政策效应在在校大学生占比较高的地区更为

显著,在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中表现更为突出。第三,机制分析表

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升网络覆盖质量、扩大数字经济市场规模、降低企

业交易成本的方式提升了数字企业创业活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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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企业的发展不仅是实现经济结构优化与高质量

发展的现实抓手,也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课题。相较传统企业,数字企业更具灵活性和

创新性,能快速吸纳多层次人才,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低门槛的发展平台。在组织形式上,
数字企业广泛采用平台型、网络型和去中心化架构,挑战了传统“企业边界”“交易成本”
“垂直整合”等经典命题,推动经济学理论不断演化。近年来,相关研究大量涌现。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提高可能促进数字企业成本降低,市场规模扩大,有助于提升数字企业创

业活跃度。然而,相比于传统企业,数字企业更易形成规模效应和网络外部性,在促进集

中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加剧市场垄断、抑制新企业进入,引发政策关注。2021年国务院反

垄断委员会发布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正是对此问题的回应。综上所述,网络基础

设施发展对数字企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方向和机制尚不明确。鉴于该议题兼具理论价值

和实践意义,有必要进行系统研究。

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强调了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的重要性。网络基础设施将为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客观物质基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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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本文利用“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这一对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产生影响的外生冲击,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发展对数字企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我们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界定数字企业,与
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获得了2005—2020年中国295个城市的数字企业存量数据,并在

进一步标准化后得到了以地区数字企业占比衡量的数字企业创业活跃度指标。利用多期

DID(双重差分)方法,我们估计了网络基础设施完善对数字企业创业活跃度的总效应和异

质性影响,并进行了机制检验。研究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了地区数字企业创

业活跃度。进一步分析显示,这一促进作用在小微型数字企业中更为显著,表明网络基础

设施的完善有助于降低创业门槛,增强市场准入机会。与常见的对垄断担忧不同,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并未加剧数字产业的市场集中,反而在大型企业占比较高的地区进一步促进

了新企业的进入。地区在校大学生人数对创业效应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在校大学生人数

占比更高的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企业占比的提升作用更大。网络基础设施的

完善对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的企业创业活跃度提升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表

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升地区网络覆盖质量、扩大数字经济市场规模和降低数字企

业交易成本等三种机制,驱动了数字企业创业活跃度提升。
相比于已有文献,本文有以下贡献:第一,本文从理论层面系统探讨了网络基础设施

建设对数字企业创办可能产生的双重影响,其在降低进入门槛、激发创业活力方面可能存

在促进作用,同时也可能加大市场集中度、强化平台垄断从而带来抑制效应。在此基础

上,本文结合微观企业数据开展实证分析,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数字创业中的正向作用

提供了经验证据,丰富了数字经济背景下基础设施与创业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二,本
文挖掘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影响数字企业创业活跃度的潜在机制,提出并实证检验了三

条路径:提升网络覆盖质量、扩大数字经济市场规模,以及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从而揭示了

基础设施建设如何通过多维渠道推动数字企业创业活力的提升。第三,本文利用权威分

类标准,较为精准地定义了数字企业。数字企业数量的增加和占比的提升对我国经济结

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大意义。但以往研究受限于分类标准不一和微观数据的缺

乏,往往无法精准度量数字企业总体规模及变化情况。我们使用全量数据展现我国数字

企业创业活跃度的总体情况,并研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企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从
而弥补了已有文献对数字企业总量情况和影响因素关注不足的缺陷。

1 制度背景

为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支撑数字经济发展,中国出台多项政策,其中“宽带中国”
战略最具广泛性和影响力。2013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对
中国未来的宽带建设进行了顶层设计。2014年1月,工信部和发改委发布《创建“宽带中

国”示范城市(城市群)工作管理办法》,明确申报创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城市群)应具

有良好的宽带发展基础,需要满足宽带接入能力、3G/LTE移动电话人口普及率,以及宽

带用户渗透率等六项硬性指标中的四项。同年批准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等39个城

市和城市群作为首批“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城市群),在2015年和2016年又分别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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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个城市为第二批和第三批示范城市。
获批城市需结合国家要求和地方实际,制定三年行动方案,通过专班建设、加大投入、

提速降费等方式,提升本地网络基础设施水平。
“宽带中国”战略由中央制定标准,地方申报,统一审核,遴选非企业主导,有效缓解了

内生性问题。虽非完全随机,但标准明确、过程规范,降低了人为干预的可能。政策目标

聚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未直接干预创业行为,有利于排除干扰路径。综上,该战略提供

了识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企业创业影响的准自然实验环境。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涵盖通信网络、数据中心、传输设备等多个环节。

其中,基站作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关键节点,其建设水平直接决定了一个地区的信息

传输能力与网络覆盖质量。对于依赖网络运行的数字企业而言,基站建设不仅降低了通

信与运营成本,也扩大了服务触达范围,提升了创业项目的可行性与市场规模。特别是在

初创阶段,良好的网络环境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获取资源、连接用户与参与数字生态的能

力,从而激发数字企业的创业意愿与创业成功率。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扩大数字经济市场规模的方式作用于数字企业。互联网普及

率的提高可以直接促进信息消费(杜丹清,
 

2017),网民人数的增加既增加了潜在信息消费

者人数,又通过网络效应影响着既存信息消费者的消费决策,从而对数字经济市场规模的

扩大发挥着乘数效应。消费者更易比价,获取利基商品,推动“长尾营销”兴起(Anderson,

2006),带动平台型电商迅速成长。政府对公共服务数字化的需求也在基础设施完善的基

础上快速释放,催生了智慧政务、数字治理等新兴市场(谭海波等,2019)。这些新需求不

断拓展市场容量,提升创业预期,激发创业动机;同时,平台、云计算与大数据服务降低了

准入门槛与运营成本,吸引资本、技术和人才流入,优化创业生态。
在数字经济中,数据信息既是生产要素,也构成生产成本。网络基础设施的提速降费

政策降低了通信与信息处理成本,也减少了企业在搜寻、复制、传输、追踪与核查等方面的

成本(Goldfarb
 

and
 

Tucker,2019)。网络普及提升了交易匹配效率,有利于企业更低成本

获取要素与客户资源(张昕蔚,2019)。同时,完善的网络条件也支持企业内部管理系统数

字化改造,提升员工能力与资源掌控水平,强化应对不确定性的韧性(池毛毛等,2020)。
内部交易成本因此降低,跨部门协同与知识流动增强,有利于创新和转型。数字产品几乎

为零的复制与传输成本进一步压低经营门槛,提升创业活跃度(Nagaraj,2022)。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基础设施带来创业红利的同时,也可能加剧市场集中。数字经济

的网络效应和“赢者通吃”的特征,限制了有效竞争。大型在位数字企业依托网络外部性、
数据垄断和市场控制力,可能通过排他性竞争、并购封锁等方式抑制潜在竞争者的进入与

成长(许恒等,2020)。此外,大企业在政策沟通与监管合规方面更具优势,可能影响制度

安排,不利于新进入者的发展。
综上所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数字企业创业的同时,也可能加剧行业集中,带

来双重效应。其对创业活跃度的总体影响仍具有不确定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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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原假设: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数字产业的行业集中度,抑制了新企业的进入,进

而降低了数字企业创业活跃度。
备择假设: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升网络覆盖质量,扩大数字消费市场,降低企业

交易成本,增强了创业环境,进而提升了数字企业创业活跃度。

3 研究设计

3.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主要被解释变量是城市层面数字企业占总企业数量的比重。我们根据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定义数字企业,并匹配天眼查地级

市分行业企业存量数据计算得到该指标。若企业的主营业务从属于分类名单,则认为该

企业是数字企业。

3.2 解释变量

根据“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批准名单,本文定义是否被批准为示范城市的虚拟变量

作为关键解释变量。若城市已经被批准为示范城市,则虚拟变量取1,不在三批示范城市

名单之列或尚未被批准为示范城市取0①。

3.3 控制变量

本文除了控制双向固定效应之外,还参考莫怡青和李力行(2022)的研究,控制了城

市时间线性趋势及一些可能同时影响“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以及城市数字创业活跃

度的变量,包括GDP对数、总人口对数、反映产业结构的第三产业GDP占比和第三产业

劳动力占比、人均工资对数、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GDP比重衡量的城市金融发

展指数、用GDP标准化后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以上数据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
表1展示了基准回归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本文样本包括了295个城市在

2005—2020年的年度数据,剔除缺失值后得到4199个城市 年度样本点。每个城市每年

平均的数字企业占比为19.44%。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4199 0.139 0.346 0 1

数字企业占比/% 4199 19.44 9.282 3.184 68.55

城市GDP/亿元 4199 1991 3053 44.88 38701

城市人口/万人 4199 429.2 268.9 17 2488

① 若以城市群为单位被批准,则认为构成城市群的各城市同时接受了处理。由于重庆市下辖的区在不同年份接

受了处理,而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级,故剔除重庆市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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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市第三产业GDP占比/% 4199 40.09 10.31 8.580 83.87

城市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 4199 53.65 13.51 9.910 94.82

城市平均年工资/元 4199 45327 23924 4958 185026

城市金融发展指数/% 4199 2.268 1.199 0.508 21.30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4199 1265 1510 13.45 14629

3.4 模型选择

本文采用多期DID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将“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视为对地区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行处理的准自然实验。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Yit=α+βTreatit+γXit+φi+φt+ωit+εit (1)
其中,Yit 是被解释变量城市数字企业占比,Treatit 为“宽带中国”战略是否在该城市实施

的虚拟变量,φi 和φt 分别是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ωit表示城市的线性时间趋

势,用于吸收不同城市的趋势性差异。Xit 是随城市和年份变化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4 回归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分析

  表2展示了逐步加入不同宏观变量的基准回归结果。比较第(1)列到第(4)列中处理

变量的系数可以发现,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处理变量的系数始终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且系数的大小并没有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发生很大变化。第(4)列的回归结果表明,
在2005—2020年期间,“宽带中国”战略处理组城市的数字企业占比相较控制组城市提高

0.54,即“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平均而言使城市数字企业创业活跃度提升了
 

2.97%。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因变量
数字企业创业活跃度:100×(数字企业存量/全行业企业存量)

(1) (2) (3) (4)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Treatit)
0.541*** 0.534*** 0.536*** 0.542***

(0.128) (0.127) (0.127) (0.126)

GDP对数
1.275*** 1.501*** 1.476***

(0.254) (0.284) (0.290)

人口对数
0.193 0.188 0.170

(0.383) (0.385) (0.384)

第三产业GDP占比
0.034*** 0.033*** 0.033***

(0.007) (0.007) (0.007)

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
-0.012* -0.012* -0.012*

(0.007) (0.007) (0.007)

工资对数
0.007 0.039

(0.222) (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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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
数字企业创业活跃度:100×(数字企业存量/全行业企业存量)

(1) (2) (3) (4)

金融发展指数
0.117* 0.122*

(0.067) (0.065)

固定资产投资
-0.594***

(0.142)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时间线性趋势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4199 4199 4199 4199

R2 0.983 0.983 0.983 0.983

  注:括号内为 White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控制组数字经济创业活跃

度最小值为3.18,均值为18.16,最大值为59.96。

4.2 稳健性检验

4.2.1 平行趋势检验

  1)
 

动态效应检验

为检验示范城市和非示范城市是否满足处理前的平行趋势,以及处理后动态影响,本
文构建动态效应模型如下:

Yit=α+∑
5

j= -5
βk·Di,t0+j +γXit+φi+φt+ωit+εit (2)

  式(2)中Di,t0+j
是虚拟变量,刻画了i城市在第t0+j 年是否已经被确定为“宽带中

国”示范城市。其中t0 为政策实施的当年,j 可正可负,为正时表示确定为“宽带中国”示
范城市后的第j年,为负表示确定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前的第j 年,本文研究样本包括

政策最初实施的前9年和后6年,将-5期之前的时间归并到第-5期,将5期之后的时间归

并到第5期,采用政策实施前一年作为基准年份。其他变量的设定与基准回归模型一致。

图1 动态效应检验结果
 

动态效应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在处理时点之前,估计系数都不显著,支持了平行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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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假设。处理当年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处理后的前三年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第三年之后

的估计系数不再显著,这可能和“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创建期是三年有关。

2)
 

置信区间敏感性分析

最新的双重差分理论文献表明,处理前趋势检验不能为平行趋势假设提供有效证据,
传统检验方法可能造成估计的偏差和扭曲(Roth

 

et
 

al.,
 

2023)。本文参考 Rambachan
 

and
 

Roth
 

(2023)、许文立和孙磊(2023)、韩国高等(2024)的做法,对处理后点估计量的置信

区间进行敏感性分析。设置最大偏离程度Mbar=1×标准误,若在平行趋势存在相对偏离的

情形下,处理后点估计量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值,则说明平行趋势成立的假设较为稳健。图

2分别展示了在相对偏离程度限制和平滑限制下政策实施后1年处理效应的平行趋势敏感

性分析结果①。在平滑限制下,处理前趋势偏差20%时,政策实施后1年的处理效果也是稳

健的。检验结果表明,即使平行趋势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本文的主要结论依然是稳健的。

图2 置信区间敏感性分析结果
 

4.2.2 控制前定变量

如果“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政策处理存在非随机性,基准回归结果可能反映的是处

理组与控制组城市间的原有差异。尽管动态效应检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为
进一步提升识别效度,本文控制了前定变量的时间趋势。结合示范城市选拔标准和数据

可得性,本文选择3G基站数量、移动电话人口普及率、国际互联网用户渗透率作为前定变

量。参考Li
 

et
 

al.
 

(2016)的方法,控制因示范城市选择内生性导致的结果变量时序差异。
具体而言,表3第(1)列控制了前定变量与时间的三次多项式函数交互;第(2)列控制了前

定变量与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第(3)列在第(2)列处理方法的基础上仅使用处理组样

本进行回归,这些样本之间更加相似。结果表明,在考虑潜在的政策处理非随机性的基础

上,“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仍然显著提高了城市数字企业占比。

表3 控制前定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因变量
数字企业创业活跃度

(1) (2) (3)

Treatit
0.531*** 0.519*** 0.293*

(0.127) (0.128) (0.169)

① 政策实施后2年、3年处理效应同样通过平行趋势的敏感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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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
数字企业创业活跃度

(1) (2) (3)

前定变量×时间趋势项及其高次形式 是

前定变量×年份虚拟变量 是 是

仅考察处理组样本 是

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时间线性趋势 是 是 是

样本量 4199 4199 1593

R2 0.983 0.983 0.989

  注:括号内为 White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4.2.3 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了防止被解释变量选择造成的偏误,本文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选择数字企业注册

数量的对数值(狄嘉等,2025),每万人中新创数字企业数(白俊红等,2022)和数字企业创

业率(Cui
 

and
 

Li,2023)替代数字企业占比放入回归模型(1)中。结果如表4所示,本文主

要结论对被解释变量的选择保持稳健。

表4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因变量
数字企业注册数量的自然对数 每百人新创数字企业数 数字企业进入率

(1) (2) (3)

Treatit
0.057*** 10.380*** 0.022**

(0.018) (2.326) (0.009)

控制变量①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时间线性趋势 是 是 是

样本量 4199 4199 4199

R2 0.984 0.895 0.862

  注:括号内为 White稳健标准误,*p<0.1,
 **p<0.05,

 ***p<0.01。

4.2.4 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时间趋势、地区差异等混杂因素造成的虚假相关性,本文开展多项安慰剂检

验。首先,借鉴李广众和贾凡胜(2020)的做法,将“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的时间分别提

前2年和3年进行伪处理。表5第(1)列和第(2)列显示虚拟变量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基准

回归结果确实源于政策效应。

① 第(2)列被解释变量为数字企业注册数量与人口之比,为了避免产生共线性问题,不再控制人口对数,其他控

制变量的选择与基准回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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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安慰剂检验结果

因变量

数字企业创业活跃度

提前两年 提前三年
控制未来一年

处理状态

邻近城市

伪处理状态

去除处理组邻接

城市样本

(1) (2) (3) (4) (5)

提前两年的伪处理
0.050

(0.150)

提前三年的伪处理
-0.184

(0.150)

Treatit
0.478*** 0.463***

(0.134) (0.138)

Treati,t+1
0.124

(0.146)

基于邻接城市的伪处理
-0.222

(0.167)

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时间线性趋势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4199 4199 4199 4199 2292

R2 0.983 0.983 0.983 0.983 0.988

  注:括号内为 White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其次,参考 La
 

Ferrara
 

et
 

al.(2012),在回归中控制第t+1年城市 的 处 理 状 态

Treati,t+1,检验未来政策是否对当前创业活跃度产生影响。表5的第(3)列结果显示该变

量不显著,且控制后当年处理状态依然显著,进一步排除了反向因果或预期效应。
最后,利用地理邻接信息构造伪处理变量,若邻近城市处理状态不同,则赋值为该邻

市状态,检验是否存在地区性冲击。表5第(4)列结果显示伪处理变量不显著。进一步剔

除处理组邻近城市样本,处理效应依然显著、[见表5第(5)列],排除了虹吸效应干扰。

4.2.5 倾向得分匹配 双重差分法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PSM-DID)

  本文采用PSM-DID方法,将处理组与控制组进行匹配,以提高可比性,并减弱对模型

线性形式的依赖。参考孙文凯和王乙杰(2016)的研究设计,将公布为“宽带中国”示范城

市视作接受处理,估计了不同处理年份组的短期和长期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①。三批处理城市均通过匹配平衡性检验。

PSM-DID的结果(见表6)显示,2014年入选“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显著提升了数字企

业创业活跃度,短期效应显著,长期在匹配前显著。相比之下,2015年和2016年入选城市

的处理效应虽为正但不显著。结合动态效应检验,政策影响主要源于首批示范城市,后续

城市可能因模仿效应削弱了相对影响。

① 此处的长期特指三年后,短期特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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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PSM-DID结果

均值

样本 处理组 控制组 ATT
S.E.

共同支持样本量

处理组 控制组

2013—2014年(短期)
未匹配 1.921 1.09 0.831*** 0.133 37 175

匹配 1.78 0.978 0.801** 0.251 28 175

2013—2017年(长期)
未匹配 6.349 4.033 2.317*** 0.41 32 155

匹配 5.452 4.081 1.371 0.746 24 155

2014—2015年(短期)
未匹配 1.277 1.127 0.149 0.131 35 175

匹配 1.175 1.217 -0.043 0.202 30 175

2014—2018年(长期)
未匹配 4.262 3.896 0.366 0.503 35 177

匹配 4.206 4.344 -0.138 0.59 28 177

2015—2016年(短期)
未匹配 1.251 1.14 0.111 0.113 34 177

匹配 1.136 1.119 0.017 0.176 27 177

2015—2019年(长期)
未匹配 4.245 3.831 0.413 0.53 34 177

匹配 3.92 4.559 -0.64 0.877 29 177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4.2.6 异质性稳健 DID

估计量在不同时点的处理效应差异可能导致多期DID系数有偏误。PSM-DID的估

计结果显示,只有首批入选“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数字企业占比得到了显著提升,后两批

的效果不显著。因此,本文采用Callaway
 

and
 

Sant
 

Anna(2021)提出的异质性稳健多期

DID估计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7。利用不同的加总方法可以计算出不同类型的

平均处理效应。“组别效应”显示,2014年组的创业活跃度较控制组提高了2.3个百分点,

2015年和2016年组无显著变化。表7最后一列汇总的不同加总方法下单一参数估计均

在1%水平显著为正,且大于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主结论在考虑处理异质性后依然稳健。

表7 异质性稳健DID:加总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结果

简单加权平均 局部汇总

单一参数

1.012***

(0.285)

组别效应

g=2014 g=2015 g=2016

2.276*** 0.135 0.248 0.899***

(0.462) (0.370) (0.343) (0.258)

事件时点

e=0 e=1 e=2 e=3 e=4 e=5 e=6

0.403*** 0.792*** 0.966*** 0.987*** 0.827** 1.417** 3.415*** 1.258***

(0.102) (0.181) (0.242) (0.312) (0.405) (0.579) (0.991) (0.335)

自然时点

t=2014 t=2015 t=2016 t=2017 t=2018 t=2019 t=2020

0.888*** 0.958*** 0.894*** 0.976*** 1.020*** 1.163*** 1.088* 0.998***

(0.177) (0.209) (0.201) (0.246) (0.326) (0.424) (0.563) (0.261)

  注:括号内为 White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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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排除其他政策影响

在本文的考察期间,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创新型城市试点、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

信息消费示范城市也在交叉进行。为了更好地识别
 

“宽带中国”战略对数字企业创业活跃

度的影响,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依次加入了四项政策的虚拟变量,以控制其对数

字企业创业活跃度的潜在影响。结果如表8所示,在排除其他政策影响之后,“宽带中国”

战略的虚拟变量系数仍然显著为正,结果仍然稳健。

表8 排除其他政策影响的回归结果

因变量
数字企业创业活跃度

(1) (2) (3) (4) (5)

Treatit
0.543*** 0.500*** 0.545*** 0.542*** 0.502***

(0.127) (0.126) (0.126) (0.126) (0.126)

智慧城市
0.072 0.142

(0.129) (0.127)

创新型城市
-0.655*** -0.675***

(0.186) (0.195)

金融与科技
0.159 0.194

(0.229) (0.229)

信息消费示范城市
0.014 0.112

(0.327) (0.338)

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时间线性趋势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4199 4199 4199 4199 4199

R2 0.983 0.983 0.983 0.983 0.983

  注:括号内为 White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4.3 异质性分析

4.3.1 分析不同企业规模

  网络基础设施也可能对不同规模的数字企业产生异质性影响,从而影响数字市

场结构。基础设施完善降低了进入门槛,市场扩大及数字公共品普及有利于小型企

业满足小众需求、降低运营成本(杨其静等,
 

2022)。本文参照谢绚丽等(2018)的做

法,根据企业注册资本量将数字企业划为小微(0~100万元)、中型(100万~500万元)和大

型(500万元以上)三类,分别测算其在企业总数中的占比并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表9)

显示,“宽带中国”战略显著提升了小微和中型数字企业占比,对大型数字企业无显著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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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分企业规模回归结果

因变量

数字企业创业活跃度

小微数字企业 中型数字企业 大型数字企业

(1) (2) (3)

Treatit
0.292*** 0.279*** -0.005

(0.084) (0.048) (0.084)

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时间线性趋势 是 是 是

样本量 4199 4199 4199

R2 0.974 0.984 0.954

  注:括号内为 White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4.3.2 产业集中与在位大企业的影响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初步拒绝了“网络基础设施抑制数字企业进入”的原假设。为了

进一步厘清数字企业集中度提高和在位大企业发展对新的数字企业进入的影响,本文首

先分析了“宽带中国”建设对产业集中度的影响。税收调查数据覆盖大量中小微企业样

本,其成本和费用结构对新创办的企业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和可比性。根据税调数据中企

业行业和营业收入信息,本文分别在全部行业和数字产业相关行业中计算各年份城市 行

业层面的赫芬达尔 赫希曼指数(HHI),衡量产业集中度①,发现该政策显著提高了整体行

业集中度,但对数字产业相关行业无显著影响[见表10第(1)列和第(2)列],不支持“加剧

数字垄断”的假说。

表10 产业集中与在位大企业的影响

因变量

HHI

全部行业 数字产业相关行业

(1) (2)

数字企业

创业活跃度

每万人数字企业

注册数量

(3) (4)

Treatit
0.016*** 0.013 -2.704*** -93.492***

(0.004) (0.013) (0.874) (21.702)

上一年大型数字企业占比×Treatit
0.356*** 11.280***

(0.096) (2.549)

上一年大型数字企业占比
0.907*** -0.582

(0.091) (1.032)

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①

 

值得注意的是,税调数据覆盖年份为2007年到2016年,期间仅第一批和第二批“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实施。
但前文分析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政策效应主要是第一批示范城市建设带来的,因此样本受限对本文异质性分

析和机制分析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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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

HHI

全部行业 数字产业相关行业

(1) (2)

数字企业

创业活跃度

每万人数字企业

注册数量

(3) (4)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时间线性趋势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724956 69266 3915 3915

R2 0.446 0.483 0.990 0.902

  注:括号内为 White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随后,本文考察在位大企业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以“宽带中国”政策与前一年大型

数字企业占比的交互项回归数字企业创业活跃度,结果表明交互项显著为正[见表10第

(3)列和第(4)列],说明在位大型企业未抑制新进入,反而增强了创业活跃度,支持了备择

假设。

4.3.3 分析不同数字经济产业类别

《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为四类:数字产品

制造业、数字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本文按此分类开展分样本回

归,结果[表11第(1)列到第(4)列]显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各类数字企业占比均有显

著正向影响,其中对数字要素驱动业和技术应用业作用更强,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作用相对

较弱。这可能源于后两者线上化程度较低、资产重,网络完善对其创业活跃度带动有限;
而前两者高度依赖数字化运营,网络质量直接关系其生存与发展,因而受益更大。

表11 分所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类别回归结果及在校大学生的调节效应

因变量

数字企业创业活跃度

数字产品

制造业

数字产品

服务业

数字技术

应用业

数字要素

驱动业

全部数字

行业

(1) (2) (3) (4) (5)

Treatit
0.161*** 0.046*** 0.333*** 0.375*** -1.333***

(0.032) (0.018) (0.085) (0.090) (0.476)

Treatit×Ln(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人数) 0.312***

(0.08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时间线性趋势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4199 4199 4199 4199 1940

R2 0.988 0.916 0.974 0.986 0.998

  注:括号内为 White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4.3.4 在校大学生数量的调节效应

由于大学生对新事物更具接受度且具备较高文化素质,在网络基础设施改善后,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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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率先成为数字产品的消费者,也更有潜力成为数字创业者。因此,本文考察在校大学生

数量的调节效应,构造“宽带中国”战略与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对数的交互项并纳入回归。
表11第(5)列结果显示,该交互项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大学生占比越高,网络基础

设施对数字企业占比的带动作用越强,验证了其正向调节效应。

5 机制分析

参考江艇(2022)对机制检验方法的建议,本节将机制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到“宽
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上,依次对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三条机制进行检验。

5.1 提升网络覆盖质量

基站是移动通信网络的核心基础设施,直接决定了区域的网络覆盖质量。鉴于4G网

络建设是“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核心任务之一,本文采用4G基站数量的自然对数作为网

络覆盖质量的代理变量。表12第(1)列显示,政策显著提升了4G基站数量,验证了提升

网络覆盖质量促进数字创业的机制。

表12 提升网络覆盖质量的机制分析结果

因变量
Ln(4G基站数)Ln

(互联网

用户人数)
Ln(本市政府

数字采购金额)
Ln(本市企业获得

数字采购金额)
管理

费用率/%

应酬

费用率/%

(1) (2) (3) (4) (5) (6)

Treatit
0.377*** 0.098*** 1.683* 3.618*** -10.353*** -0.228***

(0.130) (0.026) (0.867) (1.043) (1.535) (0.083)

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时间线性趋势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359 4162 1049 799 759017 526023

R2 0.958 0.957 0.833 0.864 0.074 0.070

  注:括号内为 White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5.2 扩大数字经济市场规模

为检验数字经济市场规模扩大机制,本文以互联网用户数对数代理个人数字消费需

求。借鉴申志轩等(2024),通过合同关键词识别政府数字采购,分别计算本市政府数字采

购金额及本市企业获政府数字采购金额对数,作为政府数字需求代理变量。表12第(2)
列到第(4)列回归结果显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互联网用户数及两类政府

数字采购金额,支持扩大数字消费市场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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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可能通过降低数字企业内外部交易成本,促进创业。本文利用税

调数据中的数字企业样本,选用管理费用率代理内部管理效率,业务招待费率代理外部交

易成本。表12第(5)列和第(6)列回归显示,政策显著降低了现存数字企业内部和外部交

易成本,这将进一步降低潜在进入者的成本预期,进而吸引更多的数字企业进入。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作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外生冲击,基于2005—

2020年中国295个城市的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网络基础设施发展对数字企业创业

活跃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了地区数字企业创业活跃度,这一

效应在小微企业中更为突出,说明基础设施改善有助于降低创业门槛、激发创业活力。与

常见的垄断担忧相反,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并未加剧数字产业的市场集中,反而在大型企业

占比较高的地区进一步促进了新企业进入。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在校大学生占比较高的

地区、数字技术应用业与要素驱动业中,政策效果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网络基础设

施通过提升网络覆盖质量、扩大数字市场规模、降低交易成本三大路径,推动了数字企业

的创业活跃度。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国夯实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支持数

字企业发展壮大有一定启示。
首先,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提升数字企业的创业活跃度。因此,政策制定应进一

步强化网络基础设施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持续提升以基站为代表的核心通信设

施的覆盖质量,缩小区域之间的数字鸿沟,为数字创业创造更加均衡和高效的网络环境。
其次,基础设施建设在不加剧市场集中度的同时,还能在大型企业占比较高的地区进

一步促进新企业的进入,说明头部企业与新创企业之间可能存在共生关系。因此,相关政

策应在加强反垄断监管的同时,引导大型平台企业向中小数字企业开放流量、数据、技术

等资源,发挥平台对创业生态的正向带动作用。
最后,在校大学生规模较大的地区政策效果更显著,说明高校人才资源是释放网络基

础设施创业潜力的重要载体。建议进一步推动数字基建与人才供给协同布局,提升高校

周边区域数字创业支持体系,培育高质量的数字创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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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network
 

infrastructure
 

on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using
 

panel
 

data
 

from
 

295
 

Chinese
 

cities
 

(2005—2020)
 

and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esign,
 

exploiting
 

the
 

rollout
 

of
 

the
 

“Broadband
 

China”
 

strateg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e
 

policy
 

increased
 

the
 

share
 

of
 

digital
 

enterprises
 

by
 

2.97
 

percentage
 

points
 

on
 

average,
 

indicating
 

that
 

better
 

infrastructure
 

fosters
 

regional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The
 

effect
 

is
 

stronger
 

for
 

small
 

and
 

micro
 

firms,
 

and
 

network
 

improvements
 

encouraged
 

new
 

entries
 

even
 

in
 

markets
 

dominated
 

by
 

large
 

incumbent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greater
 

effects
 

in
 

cities
 

with
 

more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in
 

industries
 

with
 

higher
 

digital
 

intensity.
 

Mechanism
 

tests
 

suggest
 

that
 

network
 

infrastructure
 

promotes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by
 

enhancing
 

coverage
 

quality,
 

enlarging
 

digital
 

markets,
 

and
 

lowering
 

transaction
 

costs.
JEL

 

Classification D21,
 

H41




